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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驱动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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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高频词分析、对应分析、多维尺度分析

等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从语言、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中韩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

其效果，发现：中韩政治话语在语言表达、文化内涵、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文原文更强

调概念凝练性、集体主义倾向，而韩文译文则更加注重语言灵活性、个人主义色彩；尽管存在诸多分

歧，中韩政治话语在“发展”“合作”“和平”等核心概念的表达上仍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这为两国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价值观认同奠定了基础；译者采取了词汇选择、句法重构、增译补释等灵活的翻译

策略，力图在忠实原文和迎合译文读者之间寻求平衡，在中韩语言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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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意识形态

和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跨

文化政治话语传播已成为塑造国际形象、争夺

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手段。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

大国，中国亟须加强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向

世界阐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治国理念和政策主

张，提升负责任大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

理解与支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丛书

集中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和实践，是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当代

中国的重要窗口，系统研究这一重要文献的跨

文化传播，对于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构建中国

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战略意义［１］。

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该

书的翻译版本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已有研

究根据不同的主题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

类是聚焦翻译策略，探讨英译本中典故、语法标

记、文化词等的翻译方法及其对外宣翻译的启

示［２－３］。这类研究揭示，译本在力求忠实原文

的同时，也在适度调整语言形式以适应目标读

者，体现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间的动态平

衡。第二类是关注传播效果，分析该书在传播

中国声音、阐释中国道路方面的贡献及其“走

出去”策略［４－５］。这类研究突出强调，译本传播

的结果取决于内容、形式、渠道等多种因素，需

要统筹兼顾。第三类是探讨翻译与国家形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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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关系，考察翻译在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中

的作用与实践路径［６－７］。这类研究表明，政治

话语翻译是国家形象海外投射和民心相通的重

要途径。以上成果拓展了《习近平治国理政》

翻译研究的跨文化视野，彰显了翻译的政治属

性，但仍存在不足：在研究对象上，对韩译本关

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定量分析运用有限；在研

究内容上，对翻译过程和动因剖析不够。鉴于

此，本文拟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例，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聚焦中韩翻译，综合运用定

性定量分析，深入考察翻译过程和传播效果，以

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一

个专题的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文为研究语料，采

用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对目标语料进行系统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不依

赖于预设的理论模型或假设，而是根据数据本

身的特征和规律，运用合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发现并阐释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和知识。这种分

析范式是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推

动翻译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８］。

具体而言，本文综合运用高频词分析、对应

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三种数据分析方法，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一个专题的中

文原文和韩文译文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

高频词分析法通过词频统计和关键词提取，揭

示语料的核心话题［９］２４７－２６９，可据此考察中韩文

版本词汇使用的异同及其反映的文化差异；对

应分析法主要用于揭示变量间的对应关系［１０］，

可据此考察中韩文版本关键词搭配模式和语义

连接的差异；多维尺度分析法通过对多维数据

的压缩和降维，揭示其内在结构［１１］，可据此对

中韩文版本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考察其在

语义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数据分析方法并非

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高频词

分析法提供语料整体特征，对应分析和多维尺

度分析揭示内部结构和深层关系。通过数据驱

动的多维分析，本文力图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

面全面考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的翻

译特点和传播效果，为揭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

的跨文化传播规律提供实证依据。

　　二、数据分析与讨论

　　１．高频词分析

高频词分析是语料库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定

量分析方法。对语料进行分词、词频统计和关

键词提取，能够揭示语料的核心话题和关键概

念，并对不同语言版本的异同进行初步考察［９］。

本文利用高频词分析法对《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第一个专题的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文

进行预处理，提取出各个文本的前３０个高频词

（见表１），发现其核心概念和主题，以此考察中

韩文版本在词汇使用上的共性与差异，并对其

中反映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

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分析中韩文版本高

频词的差异，本文将中韩文词频表中语义对应

的词汇挑选出来并进行卡方检验。之所以选择

卡方检验，是因为卡方检验专为类别数据设计，

用于比较不同群组中类别变量的分布差异。在

语言学研究中，词频通常被视为类别数据，即每

个词作为一个类别，其频次表明了该词在文本

中出现的次数。因此，卡方检验是语料库语言

学中最常用的统计检验方法，特别适用于研究

语料库之间的语言变异［１２］。同时，卡方检验是

一种非参数检验，不需要对数据分布做正态分

布的假设。这一点对于词频数据尤为重要，因

为词频数据往往不符合正态分布，可能是偏态

分布或多模分布。此外，卡方检验可以用来检

验两组数据之间的独立性。在比较中文和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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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文原文和韩文译本的高频词（前３０位）

排序 中文词汇 词性 词频 韩文词汇 词性 词频

１ 中国 ｐｒｏｐｅｒｎｏｕｎ１４８ ｎｏｕｎ １６１
２ 人民 ｎｏｕｎ １４６ ｐｒｏｐｅｒｎｏｕｎ１４４
３ 党 ｎｏｕｎ １４５ ｎｏｕｎ １２７
４ 社会主义 ｎｏｕｎ １２１ ｎｏｕｎ ９２
５ 特色 ｎｏｕｎ １０２ ｎｏｕｎ ９１
６ 要 ｖｅｒｂ ９１ ｎｏｕｎ ６３
７ 坚持 ｖｅｒｂ ８３ ｎｏｕｎ ５２
８ 群众 ｎｏｕｎ ６３ ｎｏｕｎ ５０
９ 建设 ｎｏｕｎ ５６ ａｄｊ ４９
１０ 社会 ｎｏｕｎ ５３ ｎｏｕｎ ４７
１１ 发展 ｎｏｕｎ ４９ ｖｅｒｂ ４５
１２ 历史 ｎｏｕｎ ４８ ｎｏｕｎ ４４
１３ 发展 ｖｅｒｂ ４４ ｎｏｕｎ ４１
１４ 就 ａｄｖ ４３ ｎｏｕｎ ３９
１５ 新 ＪＪ ３８ ｎｏｕｎ ３８
１６ 主义 ｎｏｕｎ ３７ ｖｅｒｂ ３６
１７ 大 ＪＪ ３７ ｎｏｕｎ ３５
１８ 制度 ｎｏｕｎ ３５ ｎｏｕｎ ３２
１９ 基本 ＪＪ ３５ ｎｏｕｎ ３２
２０ 不 ａｄｖ ３４ ｎｏｕｎ ３０
２１ 都 ａｄｖ ３２ ｎｏｕｎ ２８
２２ 理论 ｎｏｕｎ ２９ ｖｅｒｂ ２８
２３ 必须 ｖｅｒｂ ２８ ｎｏｕｎ ２７
２４ 实践 ｎｏｕｎ ２７ ｎｏｕｎ ２７
２５ 改革 ｎｏｕｎ ２７ ｎｏｕｎ ２４
２６ 工作 ｎｏｕｎ ２６ ｎｏｕｎ ２３
２７ 民族 ｎｏｕｎ ２６ ｎｏｕｎ ２３
２８ 能 ｖｅｒｂ ２６ ｎｏｕｎ ２２
２９ 领导 ｎｏｕｎ ２６ ｎｏｕｎ ２２
３０ 不断 ａｄｖ ２４ ｖｅｒｂ ２１

的高频词时，卡方检验能够评估这些高频词在

两种语言中的使用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

异［１３］。中韩文版本语义对应高频词卡方检验

结果见表２。通过对中韩文版本高频词进行卡
方检验，我们发现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的核心

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与分歧并存的状况。

在共性方面，在诸如“中国”“人民”“社会

主义”等一些核心概念的表达上，两种语言的

词频极为接近，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这种
共性的呈现，与韩文译本对中文原文较高的翻

译忠实度密切相关。从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看，

上述政治概念在中韩两种语言中都是高频使用

表２　中韩文版本语义对应高频词卡方检验结果

词汇（中／韩）
中文版

词频

韩文版

词频
卡方值 Ｐ值

中国／ １４８ １４４ ０．０５５ ０．８１５
人民／ １４６ １６１ ０．７３５ ０．３９１
党／ １４５ ６３ ３１．５３８ ＜０．００１

社会主义／ １２１ １２７ ０．１２１ ０．７２８
特色／ １０２ ９１ ０．６１７ ０．４３２
群众／ ６３ ２２ ２１．３０６ ＜０．００１
建设／ ５６ ５０ ０．３４０ ０．５６０
社会／ ５３ ３９ ２．１３０ ０．１４４
发展／ ９３ ９２ ０．００５ ０．９４２
历史／ ４８ ４４ ０．１７４ ０．６７６
制度／ ３５ 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理论／ ２９ 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５
实践／ ２７ ３２ ０．４２４ ０．５１５
改革／ ２７ ２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民族／ ２６ ３２ ０．６２１ ０．４３１

的核心词汇，且在语义指向上高度对等，因此在

翻译过程中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对应的表达，

进而实现较高的翻译忠实度。考虑到《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的外宣属性，韩文译本在翻译这

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政治概念时，可能有意

采取了更加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力求准确、

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以期增进韩国读

者对中国国情和政策主张的了解。这种翻译策

略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对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

的慎重态度和对忠实原则的坚守。这些词汇所

指称的政治理念，如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发展

诉求等，虽然在不同国家和语境下可能有不同

的具体内涵，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话语资

源，它们为跨文化政治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语义

基础。从跨文化翻译的角度看，这为两种语言

在政治话语传播中实现“文化移植”提供了有

利条件［１４］。

在分歧方面，在“党”“群众”等政党建设和

群众工作相关概念上，中韩两国表现出了明显

分歧（Ｐ＜０．００１）。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

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韩国译者有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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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些在韩语语境下可能引发误读的表达。从

跨文化翻译理论看，这属于译者出于跨文化交

流的考量对原文进行的“文化改写”［１５］。从政

治话语分析理论角度看，也展示了译者在翻译

中所秉持的话语策略和权力关系的转移。

通过以上的高频词分析和卡方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的核心概念使用

上存在明显的异同。这种异同体现在翻译策

略、文化差异、概念理解等多个层面。

首先，在翻译策略上，中韩文版本呈现出明

显的静态和动态之分。中文原文倾向于使用动

名词性词组表达抽象概念，如“科学发展”（频

次９３）、“小康社会建设”（频次５６）等。这些词

组在原文中通常强调一种抽象的、总结性的概

念，突出稳定的特点。而在韩文译文中，相应概

念多被动词化，如常使用“发展”（频次 ９２）、

“建设”（频次５０）等词语强调一种动态、过程性

的特点。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中韩语言在语法

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但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两

种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差异。正如有些学者

所指出的，汉语更强调整体性和静态性，而韩语

更强调个体性和动态性［１６－１７］。因此，在政治话

语翻译中，译者需要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在表达

模式上的差异，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同时，也要适

当调整语言形式，以更好地适应目的语读者的

接受习惯。

其次，中韩政治话语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

义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有一些相

似之处。从高频词表中可以看出，“人民”一词

在中韩文版本中都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分别为

１４６次和１６１次。这反映了中韩两国政治话语

都高度重视人民的利益和地位，体现了一种集

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个人主义倾向上，

中韩两国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例如，中文版

中“群众”一词的频次（６３）明显高于韩文版中

的频次（２２），且常与“党”（频次１４５）一词共同

出现，如“依靠群众”“党群关系”等，突出强调

了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集体力量。而韩文版则

对个别政治人物的提及更多，如“毛泽东”（频

次８）、“邓小平”（频次６）等，体现了一种个人

主义色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也有

提及，更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差异

的根源，在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

上的分歧。在中国，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

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话语。而在韩

国，个人主义受到更多推崇，这也影响了韩国的

政治话语表达。因此，在跨文化政治话语传播

中，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在翻译

策略上采取灵活的应对方式，才能实现有效的

跨文化交流。

再次，通过分析中韩政治话语在时空概念

使用上的相似性，也可以看出两国在政治思维

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共性。无论是中文版还是

韩文版，都频繁使用了“过去”（中文频次６；韩

文频次 ４）、“现在”（中文频次 １３；韩文频次

１０）、“未来”（中文频次８；韩文频次５）等时间

名词，以及“中国”（中文频次 １４８；韩文频次

１４４）等专有名词。例如，中韩文版本中的“总

结过去，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在中国的土地

上”等，都反映了中韩两国在政治决策中高度

重视对时空环境的考量，强调制定政策要立足

现实，放眼未来，这体现了一种务实理性的思维

方式，也是东方政治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这

种政治话语上的相似性，为中韩两国在政治领

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础。在政治话语的

跨文化传播中，应充分利用这种语言和文化上

的共性，采用直译等翻译策略，以增进两国民众

对彼此政治主张的理解和认同。

总之，高频词分析揭示了中韩政治话语在

语言表达、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异同。

这种异同构成了跨文化政治话语传播的重要语

境，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效果的预判具有重要

·０９·



姜坤：基于数据驱动的政治话语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例

的参考价值。只有在充分理解两种语言政治话

语特点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有

效地实现政治理念的跨文化传播，增进中韩两

国的政治互信与合作。

２．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是一种探索高维数据内部结

构的统计方法。通过对多维数据进行压缩和降

维，能够将实体间的多元距离投影到一个我们

可以看到的、最佳拟合的低维配置中，从而揭示

数据的内在关联和聚类情况，并以直观的空间

图像呈现出来［１１］。多维尺度分析有助于我们

直观评估和理解多元数据在低维空间的分布特

征，通过降低数据的维度，可以观察到数据中的

模式、梯度和聚类，这对探索性数据分析很有帮

助。本研究利用 ＫＨｃｏｄｅｒ的多维尺度分析功

能，对中文源文本和韩文译文本的关键词进行

聚类分析，考察两个版本在语义空间上的分布

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揭示其反映的文化语境

差异。中韩文高频词在三维语义空间中的分布

情况见图１和图２。

通过对比分析中韩文版本高频词的 ＭＤＳ

图像，我们发现两个版本在语义空间上呈现出

一些共性与差异。

维度１反映了两种语言在集体主义／个人

主义倾向上的差异。如图所示，在维度１上，中

文原文的高频词更倾向于正向，而韩文译文更

倾向于负向。进一步分析发现，位于中文版本

维度１正向的高频词多与集体主义相关，如“人

民”“党”“国家”等；而位于韩文版本维度１负

向的高频词则多与个人主义相关，如“个人”

图１　中文源文本多维尺度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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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韩文译文本多维尺度数据图

“领导力”“领导人”等。这一结果与我们在高

频词分析中发现的中韩政治话语在价值取向上

的差异相一致，即中文版本更强调集体利益和

党的领导，而韩文版本更强调个人作用和领导

人的影响。

维度２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时空概念使用上

的相似性。在维度２上，中文版本和韩文版本

的高频词分布比较接近，都在原点附近呈现出

一定的聚集。具体来看，表征时间概念的“过

去”“现在”“未来”等词和表征空间概念的“中

国”“国家”“世界”等，在两个版本中都位于维

度２的中心区域。这表明，尽管中韩政治话语

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在强调时空考量、立

足本国国情等基本话语策略上却有着共通之处。

维度３反映了两种语言在语域和体裁特征

上的差异。在维度３上，中文版本的高频词呈

现出明显的聚类，而韩文版本则较为分散。这

可能是由于中文原文是一个体裁和语域高度一

致的政治文本，而韩文版本在语域和体裁上有

所变异。作为外宣文本，韩文版本可能会根据

不同的语境和受众，采取不同的语体风格和表

达方式，这导致其在维度３上的分布较为离散。

总之，通过 ＭＤＳ分析，我们直观地呈现了

中韩文版本在语义空间上的异同。一方面，两

个版本在时空概念的使用上体现了一定的共

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基本政治话语策略上的

相似性；另一方面，两个版本在集体主义和个人

主义价值取向和语域风格上则呈现出明显的差

异，折射出中韩两国在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方

面的分歧。这些发现与我们在高频词分析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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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中韩政治话语

的语言文化图景。

３．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变量间关系的统

计方法，它通过对列联表进行拆解，将多维数据

降维到二维平面上，以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对

应关系和内在结构［１０］。对应分析在语料库语

言学研究中有广泛应用，特别适用于考察词汇

在不同文本或语料库中的分布模式和语义联

系。本文利用对应分析方法，考察《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中韩文版本的高频词在语义空间上

的分布情况，分析两个版本在词汇搭配和语义

连接上的异同，并探讨其反映的思维方式差异。

本文使用 ＫＨｃｏｄｅｒ软件对高频词的词频矩阵

进行对应分析，得到图３和图４的对应分析图。

通过对比两个版本的对应分析图，发现中

韩文版本在词汇分布上呈现出一些异同。

首先，坐标位置不同，中文为右上，韩文为

左上。在对应分析图中，右上方区域通常反映

了文本中语义联系更加紧密的词语和话题，而

左上方区域则往往代表语义联系较为松散的词

语［１８］。从图中可以看出，中文原文的高频词大

多分布在右上方区域，表明中文原文在语义上

更加凝练和严密，词语之间组合紧密，话题集

中。这体现了中文政治语篇词汇使用的一般特

点，即用词精练、结构严谨、中心突出［１９］。相比

之下，韩文译文的高频词则主要分布在左上方

区域，说明韩文译文的语义网络相对较为松散，

词语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话题也比较分散。

这可能与翻译语篇的特点有关，译者在处理原

文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目的语言文化和表达习

惯的影响，导致译文在语义结构上与原文产生

一定的偏离。

其次，词语搭配模式不同。进一步分析发

图３　中文源文本对应分析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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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韩文译文本对应分析数据图

现，中韩文版本的高频词在具体搭配模式上也

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在中文原文中，“人民”

和“群众”两个词经常搭配使用，如“人民群众”

等，反映了中国政治话语重视群众路线、强调集

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特点。而在韩文译文中，这

两个词的搭配使用则相对较少。再如，“必须”

在中文原文中属于高频词，常与其他词语搭配，

用以表达强制性义务，如“必须坚持”“必须遵

循”等。但在韩文译文中，表达同样语义的词

汇如“一定”“必须”等的使用频率则明显偏低。

这些词语搭配上的差异，反映了中韩两种语言

在语义网络构建方面的差异。中文政治话语更

倾向于用词表达的强烈感和义务性，以体现对

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而韩文译文在语气

上则相对委婉温和。这种语义风格上的差异，

可能源于中韩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

语言表达习惯上的分歧和差异。

再次，时空概念的聚集性分布呈现共性。

尽管总体上词语分布存在差异，但通过对应分

析，我们也发现中韩文版本在某些语义区域呈

现出共性。比如，从图中可以看出，表征时间概

念的“当代”“现在”“今天”等词语，以及表征空

间概念的“中国”“国家”等词语，在中韩文版本

的对应分析图上都呈现出聚集性分布，说明两

个版本都比较重视时空背景的交代。这反映了

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中对时空坐标把握的一致

性。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准确表述政策的时

间性和针对性，向受众讲清楚政策制定的背景

和现实意义，都是政治语篇必备的话语策

略［２０］。这种时空概念使用上的聚集性分布，从

语义网络的角度证实了中韩两国政治话语存在

一定的共性。

总之，通过对应分析，本文直观地展示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韩文版本在词汇分布

和语义联系上的差异与共性。一方面，两个版

本的高频词在空间分布和搭配模式上存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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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反映了中韩政治话语在语义风格和表达

习惯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两个版本在时空概念

的使用上又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体现了中韩

政治话语在话语策略上的共性。

　　三、结论

　　上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为研

究对象，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中

国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其效果进行了

深入考察，针对三个核心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中韩翻译策略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韩文译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翻

译策略，如词汇选择、句法重构、增译补释等，力

图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同时，适应目的语读者的

接受习惯。这些翻译策略一方面有助于准确传

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拉近译

文与目标读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从而提升政治

话语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同时，通过研究也

发现，在处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词汇时，译者

采取了一定的“文化过滤”策略，淡化或回避了

一些在目的语语境下可能引发误读或敏感联想

的表达。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的

意识形态内涵，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有

利于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

其二，文化差异对翻译过程和目标受众的

影响。通过高频词分析、对应分析和多维尺度

分析，本研究深入考察了中韩两国在政治话语

方面的文化差异，发现这些差异深刻影响着翻

译的过程和结果。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语

言表达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中韩两国存在明

显分歧。这些分歧使得译者在翻译时经常面临

两难困境：要么忠实原文、与目标文化期待产生

偏离，要么迎合目标文化、背离原文内涵。译者

只有在深入理解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二

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同时，文化差异也

影响着目标受众对译文的解读和反应。如果缺

乏原文文化语境的背景知识，目标读者对译文

中某些词汇和表达的理解可能与原文作者的意

图存在偏差，进而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在政治

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中，应高度重视文化差异的

影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传播方式，以实现

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其三，中韩翻译对比分析揭示了跨文化传

播的深层机制。通过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韩文版本的系统对比分析，本研究揭示了政

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一些深层机制和规律。首

先，政治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再语

境化过程，既受到语言文本因素的制约，也深受

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次，在跨文化

传播中，原文话语内容和形式都可能发生不同

程度的改变和调适，但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

力关系往往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需要结合语

言分析和文化解读方法加以揭示。再次，尽管

政治话语内容的传播会受到文化差异的掣肘，

但人类在基本价值理念上的共通性，如对和平、

发展、合作、正义的向往，又为跨文化政治话语

的理解与沟通提供了基础。因此，增进不同国

家和民族之间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认同，是实

现政治话语有效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最后，跨

文化政治传播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在

尊重文化差异的同时，努力挖掘人类共同利益

所在，在平等对话中增进政治互信，消除分歧，

这既是跨文化传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也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需要。

有效的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离不开精准的

语言表达、灵活的翻译策略、多元的传播方式。

在今后的实践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翻译出版

力度，建设高素质的翻译人才队伍，创新话语表

达和传播方式，努力塑造更具国际亲和力的中

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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